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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客观准确地测度创新能力是制订科技政策、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创新测度方法的形成完善是

创新认知和创新理论不断深化发展的结果。20世纪 50年代以来，三者共同演进，先后出现“创新线性模型”“创新体系”“创新

生态系统”等创新理论；在创新测度实践中则有“投入产出法”“综合指标法”“DEA效率评价法”“数据挖掘法”等与之对应。依

托“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在数据集成基础上引入数据挖掘法将是创新测度的重要趋势和方向。数据挖掘法是对其他测度方法

的补充而非替代；有效整合不同方法下的测度结果将有助于提高测度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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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熊彼特在其德语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就创新认知进行了首次系统性阐述，并将创新看做经

济发展的内在甚至唯一动力［1］。自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为代表主流经济

学家开始强调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开始形成所谓“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2‑4］。与此同时，弗里

曼（C. Freeman）、伦德瓦尔（B.A. Lundvall）等创新经济学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并推动该理论应用

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有关国家，特别是欧

盟各国的政策实践①。到 20世纪 90年代，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为学界和政策制定者所普遍

认同。

改革开放至十九大之前，中国经济持续 40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和资本积

累为特征的要素驱动型增长。2010年以后，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以及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要素驱动

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各界共识。2016年 5月，《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

确提出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

活力，以高效率的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动力根本转换。2017年 10月，十九

大报告进一步从战略高度强调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为了能更加有效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和政策，支持和推动微观主体实施创新活动，有必要对创新的现

状，特别是企业、产业、区域及宏观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尽可能客观的评价和刻画②。然而，要对被评

价对象的创新能力进行准确测度面临着很多现实的难点。首先，创新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创造，知识信息的无

形特征极大增加了测度的困难；其次，创新活动涉及主体因素众多，主体、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及动态演化的过

程相当复杂，导致对于创新活动的理解至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权威界定；再次，对于创新能力测度所依赖的

数据指标来说，有时不同的指标可以用来解释相同的现象，而有时同一个指标又可以用于解释不同的现

象［8］。最后，数据指标的可获得性也是制约创新测度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后续部分将从历史沿革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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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得益于部分创新经济学家的双重身份；文献［5］提到，弗里曼在 20世纪 80年代担任 OECD顾问，伦德瓦尔在于 1992—1995年出任 OECD
科学技术产业部（DSTI）副主任。

②“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有细微差别。孙波［6］认为，科技创新就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以及研究开发成果商业化的全

过程，包括“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部分内容；而江文钜、陈志嘉等［7］则认为“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只是“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

不同翻译。本文将采用后一种理解，所探讨的创新主要也是指“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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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以不同时期的创新认知和创新理论为切入点，梳理创新认知、创新理论和创新测度方法之间的内在逻辑

和协同演进关系；对不同时期形成的较为成熟的测度方法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大数据时代数据

信息获取和数据挖掘手段的特点，对创新测度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一、创新理论与创新测度的内在逻辑及历史沿革

（一）创新测度与创新理论的内在逻辑

较为系统的数据调查和创新测度开始于 20世纪 60年代，其标志大约就是 1963年《弗拉斯卡蒂手册》

（Frascati Manual）的首次发布［9‑10］。Godin［9］将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创新能力测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

段：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新测度的指标选取主要关于投入要素，如研发投入、资本强度、科技人才等；

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新测度指标体系中纳入了部分的产出要素，如技术专利、创新产品、成品质量等；

③20世纪 90年代开始，创新测度的重点逐步转向以调查统计和公开数据为基础的创新指标体系；④进入 21
世纪以后，开始进入所谓“第四代”创新测度，强调知识指标、创新网络（network）、创新条件、经济需求、公共

政策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社会取向及文化因素等对创新活动成功的重要作用。

上述创新能力测度四个阶段演化的背后正好也是学术界、实业界和政府部门对创新活动认知不断深化

并发展出相应创新理论及模型的渐进过程。从后续对创新测度和创新理论历史沿革的梳理将可以看出，创

新认知、创新理论和创新测度之间的关联大致遵循着如下内在逻辑：①特定阶段的创新认知通常会逐步形成

相应的创新理论；②创新认知和创新理论为创新测度实践提供了依据，并直接影响着创新数据信息收集方式

和创新方法的创立；③随着创新认知和理论的发展，创新测度的方式方法逐渐得到拓展。20世纪 50年代开

始，创新测度及数据信息收集重点的变化，本质上正是创新理论发展和创新认知深化过程的具体体现。

（二）创新线性模型与创新测度

从源头上来追溯，“创新线性模型（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是关于创新认知活动的最早理论框架。在

创新线性模型中，整个创新过程以一种线性方式被刻画。创新活动始于前端基础研究，中端经历应用开发环

节、商业化转化，再向市场扩散推广。早在 1945年，美国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就曾在《科学：没

有止境的前沿》中指出，科学与经济社会进步存在因果关联。从文献研究上来看，这是对创新线性模型的首

次明确提出［10‑11］③。根据对创新过程认知的深化，创新线性模型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20
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中期的“技术推动模型”，该阶段将创新看做是简单的线性序贯过程，重点强调 R&D活

动的核心地位；②20世纪 6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初期的“市场拉动模型”，该阶段开始强调市场的重要性，认

为市场需求应成为创意的来源和 R&D活动努力方向，而 R&D活动则处于被动地位；③20世纪 70年代初期至

80年代中期的“耦合链接模型（coupling model）”，该阶段将创新看做序贯但有反馈回路的过程，是推动‑拉动

相结合的结果，强调 R&D活动和市场需求之间相互作用和动态平衡［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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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线性模型流程环节示意图④

从时间节点和跨度上看，“创新线性模型”理论的出现与 Godin［9］中创新测度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基本

③ Godin［10］认为，线性模型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由 1945年以前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模式，逐步拓展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

发”模式，最终又增加了“商业化生产”和“技术扩散”等非研究开发环节形成完整的创新线性模型。Rothwell［12］、Dodgson和 Hinze［8］又根据

实现商业化的动力来源，将创新的线性过程进一步划分为“技术推动模型”、“市场拉动模型”以及“耦合链接模型”。

④ 结合 Rothwell［12］、Godin［10］相关文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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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合；其中，“技术推动模型”与第一阶段相重合，而“需求拉动模型”和“耦合链接模型”与第二阶段相重合。

对比创新模型的主要特征与对应创新测度阶段的主要指标则不难发现，这种重合并非巧合而是有其逻辑上

的必然性，是测度方法顺应创新模型和创新理论的结果。“技术推动模型”强调技术研发的重要性，将 R&D活

动置于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环节；相应地，创新测度第一阶段所关注的正是以“R&D支出”为代表的技术创

新投入，与“技术推动模型”的核心思想完全契合。类似地，“需求拉动模型”和“耦合链接模型”强调“市场”对

R&D活动的影响和后端环节对前端的反馈和回路；相应地，创新测度的第二阶段开始增加了产品、专利等表

征创新产出的指标。

（三）创新体系理论与创新测度

20世纪 80年代末，在创新经济学领域，以弗里曼、伦德瓦尔、纳尔逊（R. Nelson）等一批学者，从系统论角

度提出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的概念和理论，对影响经济体创新能力的各种因素进

行分析。创新体系理论的出现缘起于对国别间创新效果差异的反思，因此，该理论出现后的 20世纪 90年代，

宏观层面（包括国家、区域及产业等）的创新能力是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根据国家创新体系理

论，国家层面的创新能力是国家（或经济体）框架内大学、科研机构、政府、企业、社会中介等多方主体（ac‑
tors），在教育体系、产业关联、科技研发体系、政府政策、文化传统等各种正规或非正规制度形成的创新环境

中，相互作用、动态演化实施创新活动的能力；创新体系理论强调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制度

体系”和包括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网络关系及社会规范在内的所谓“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13‑22］。Rothwell［12］、Dodgson和 Hinze［8］提出的创新认知的第四个阶段——“集成与平行发展模型（In‑
tegration and parallel development model）”，正是创新体系理论的体现。该模型的微观现实基础正是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日本创新型企业在实施创新活动中所采取的集成和平行推进模式。

创新体系理论的上述特征同样对当时的创新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照 Godin［9］划分的创新测度的“第

三阶段”不难发现，20世纪 90年代创新测度所强调的指标体系恰恰折射出“创新系统理论”对创新活动系统

性、复杂性特征的认知。此外，为了满足利用指标体系测度评价的要求，同时也便于获取有效且国际间可比

的数据，OECD于 1992年发布了第一版的《奥斯陆手册》（Oslo Manual），用于指导基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创新统

计调查。

（四）创新生态系统与创新测度

20世纪 90年代，Moore［23］首次提出“商业生态系统（business ecosystem）”的概念，将创新型企业及其所形

成的商业生态系统与生物生态系统进行了类比分析。此后，“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的概念和

理论逐步形成，并为科技政策部门所接受。对于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解主要是指某个区域（国家）内由不同行

动主体（actors/entities）、无形关联（intangibles）等因素相互作用、共生共栖，推动创新活动而形成的，既有较强

稳定性、又不断变化的复杂网络体系，不妨称之为“区域/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由科技人

才、顶尖大学和研究机构、能为新创公司和新研究计划提供充足的融资机构等要素所构成；其主要特征有，大

公司与新创公司共生共栖、公司之间专业分工且紧密合作、定位于本地公司需求的专业性服务公司、本地市

场对新产品有着充足的需求、全球性网络、系统内公司对“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政府对有潜力基础研究的持

续资助等等［24‑26］。

“创新生态系统”的思想和理念同样影响到创新测度。在 Godin［9］划分的第四代创新测度中，网络关系、

经济需求、公共政策环境、基础设施条件、社会取向及文化因素等隐性因素和无形关联成为创新测度所关注

的焦点。另外，进入 21世纪后，创新测度所依据的基础性数据信息不再局限于科技统计指标和创新调查数

据，微观层面的企业财务数据、区域内研发人员个人信息、区域基础设施及社会环境信息等，都被列入收集范

围，用于对创新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评价和测度。

二、创新测度实践中的成熟方法

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在创新测度实践中先后形成了“单一指标法/投入产出法”“综合指标法”“DEA效

率评价法”以及“建模计量法”等较为成熟的方法。每种测度方法都能从特定角度反映出创新活动的某些特

质，同时也是特定创新理论主要思想的体现。其中，“单一指标法/投入产出法”可以算是“线性创新模型”理

论的产物；“综合指标法”对应于“创新体系理论”；“DEA效率评价法”背后兼具“创新线性模型”和“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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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双重影响；而“建模计量法”则更多是一种符合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一）投入产出法/单一指标法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对创新的认知以“线性创新模型”为主导，创新活动被简单地划分为包括 R&D、
市场开发在内的几个序贯环节，相应的测度主要是通过表征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少数几个单一指标来实

现。其中，“R&D支出”是最常用的投入指标；而“专利数量”及“论文发表”则是最常用的产出指标。由于简

单易行，这种做法得到各国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同。OECD［27］于 1963年发布了第一版的《弗拉斯卡

蒂手册》（Frascati Manual），用来规范各成员国“R&D支出”的调查统计。在专利方面，OECD［28］在 20世纪 70
年代末的两次研讨会基础上，也发布了专门的《专利手册》，用来规范“专利产出”的调查统计。此外，还有针

对技术贸易统计的《TBP手册》和科技人力资源投入的《堪培拉手册》［29‑30］。

（二）综合指标法

综合指标法的大致做法如下：依托创新系统理论，从多维度构建一套指标体系；通过设定基准值等方式，

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所有指标具有同样的测度单位；采用特定方法为各指标赋权，合成一

个综合指数，用于对不同被评价单元间（可以是国家、区域、产业及企业）创新能力比较和排序。⑤目前作为

创新能力评价的一种标准做法，综合指标法在创新测度实践中被国际组织和民间智库等所广泛采用［31］，相

关组织和机构有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
gram，UNDP）、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UNIDO）、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及兰德

公司（RAND）等。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欧盟于 2000年率先提出的“欧洲创新记分牌”⑥和美国康奈尔大学、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与WIPO于 2007年开始共同编制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

（三）DEA效率评价法

通过 DEA效率评价法测度创新能力的基本思路如下：主要创新投入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创新主体的相

互作用和制度规则的引导约束后最终转化为创新产出。这种创新的投入产出转化效率是创新主体创新综合

能力的重要体现。所以，针对创新能力的测度就转变为了针对创新效率的测度，而 DEA（数据包络分析）方

法作为一种相对有效的评价方法正是测度决策单元的恰当途径。上述逻辑，一方面重点关注创新活动的两

端，即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另一方面 DEA效率评价法也需要构建创新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认同创新活动

的系统性特征，但却利用数学规划工具巧妙地回避了刻画系统性特征的具体难点和障碍。通过大量实证研

究可以得出结论，许多国家之所以会出现生产率增速下降现象，应该从创新体系效率的差异角度去寻找原因

解释。

（四）建模计量法

建模计量法的通行做法如下：①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下，梳理出影响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②基于主流

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建构数理模型；③在数理模型下寻找代理变量，就各相关因素对被测度单元创新能力的影

响程度进行实证检验和定量分析。在一些经典的建模计量法文献中，Furman等［32］、Furman和 Hayes［33］以创

新体系理论、新增长理论以及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遵循知识生产函数的方式构建数理模型。基于数理模型

的结构，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收集 OECD各个国家以及具有高水平创新能力的经济体数据，然后针对影响

国家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和计量分析。基于 Furman等［32］的研究显示，公共政策在国家创新能

力的提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Furman和 Hayes［33］的进一步研究表示，创新领域的公共政策及基础配套设施

只是必要条件，而真正提高一国国家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则是需要不断增加创新领域的金融和人力资本

投资。

三、数据挖掘法及未来创新测度趋势展望

（一）创新测度实践中的数据挖掘方法

进入 21世纪后，随着“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兴起，理论界及政策制定部门对创新活动的认知提升到一

⑤ 为了提高综合指标法测度的准确性，操作过程还可以细分为更多的步骤，包括指标体系框架的确定、具体指标的选择、缺失数据的弥补、指

标权重的确定、评价结果的稳健性分析等。

⑥ 2010年 10月，原有的 EIS被重新修订，并改名为创新联盟记分卡（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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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高度；而前述几种较为成熟的测度方法以及传统的科技统计指标和创新调查数据无法有效刻画创新

生态系统下创新主体相互作用、共生共栖等复杂社会网络关系特征。顺应“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内在要求，

部分实证研究从拓展数据信息来源出发，尝试着采用文本挖掘、复杂社会网络分析等数据挖掘及大数据分析

工具，测度评价特定对象的创新能力。

Cahibano等［34］认为，利用企业的财务数据和财务会计信息很可能是创新（能力、绩效）测度的有效途径，

例如将“市场与账面价值比（市场价值/账面价值）”作为创新测度的主要财务指标；并就规范企业财务报告和

信息披露以提供更多无形资源和创新相关活动信息提出了一些原则。Shapira和 Youtie［35］通过 4个案例展示

了如何运用数据挖掘工具，对论文发表、专利等数据库进行挖掘并从中提炼出特定地区在特定领域（行业）与

知识和创新相关的信息，包括专利、论文发表、发明人或作者等信息的分布地图及网络关系。这类信息在客

观上推动了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模式（范式）的转变，即由吸引大公司、培育创新型初创企业向完善区域创新体

系和创新网络转变。国内学者赵炎和孟庆时［36］则通过挖掘分析 11个中国高科技产业联盟中的网络子群密

度、子群重叠等特性，强化对创新网络结构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评价测度高科技企业的创新能力。

（二）创新测度发展趋势展望

虽然 Cahibano等［34］、Shapira和 Youtie［35］、赵炎和孟庆时［36］的工作只是一些初步设想和尝试，但对于改善

测度效果有着重要的启示。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指导，在多方集成数据信息基础上运用数据挖掘及大

数据分析工具，将成为未来创新测度发展的重要趋势。

首先，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将成为未来创新测度实践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正日益为

学界和政策制定部门所认同和重视；随着创新活动实践发展和丰富，“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本身将不断完善并

成为未来指导创新能力测度的理论依据。

其次，多方集成创新主体和创新活动的数据信息是数据挖掘法应用的前提和基础。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下微观层面的创新活动复杂性、网络性、交互性等特征更为突出，必须通过多种不同角度的数据信息来直接

或间接反映。这些信息依靠传统的宏观科技统计及调查数据无法满足；需要多方收集包括企业财务报表、政

府补贴、专利申请、科技奖励、研发人员、实验室建设、研发部门规模等在内的数据信息，经数据清洗和匹配后

构建多维度的创新活动数据仓库，作为运用文本挖掘、复杂网络分析、统计学习等数据挖掘工具的数据基础。

最后，数据挖掘法与其他测度方法相互补充、互为印证，共同提高测度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由于创

新活动内在的复杂性特征，每种测度方法都不可能做到全面客观。而且不同创新测度方法所依据的理论基

础虽有不同，但不同理论之间的差别更多来自认知视角的差异，方法之间并非是互斥关系；在条件允许情况

下，集成不同测度方法有助于提高测度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四、总结性评论

本文前述各部分从历史沿革的视角梳理了创新认知、创新理论和创新测度方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及

共同演进历程；就创新测度实践中“投入产出法”“综合指标法”“DEA效率评价法”“建模计量法”等较为成熟

测度方法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测度实践中数据挖掘方法的应用，对创新测度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展

望。据此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对创新活动的认知及其相对应的创新理论为创新测度方法形成和测度实践提供了指导，创新测度

方法的不断完善是创新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结果。20世纪 50年代以来，伴随对创新活动认知的不断提

升，先后形成了“线性创新模型”“创新体系”“创新生态系统”等创新理论，并相应出现“投入产出法”“综合指

标法”“DEA效率评价法”“数据挖掘法”等测度方法。

第二，“（创新）投入产出法”“综合指标法”“DEA效率评价法”等较为成熟的创新测度方法，都能从特定

的视角反映出被测度对象（单元）的创新能力，在测度实践中也得到广泛应用。然而，这些方法都难以有效刻

画创新活动复杂性、系统性、网络性、交互性等内在特质。

第三，依托“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在多方集成数据信息资源基础上引入文本分析、复杂社会网络等数据

挖掘和大数据分析工具是未来创新测度实践的重要趋势。“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深化了对创新活动的认知，数

据挖掘法的内在特征正好契合了这种认知的要求。当然，数据信息是创新测度的基础，要真正将数据挖掘法

运用于测度实践，必须多方收集集成相关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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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探索数据挖掘法在创新测度中的应用并非对其他成熟测度方法的否定，不同方法之间是一种互补

关系。事实上，不同测度方法之间的差别既来自于方法论层面，也来自于背后不同的创新理论及创新认知；

有效整合不同方法得出的测度结果将有助于改善测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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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Innovation Recognitions，，Innovation Theorie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novation Capacity

Luo Qinglang，Cai Yuezhou，Shen Zixin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The emerging and consummating of innovation measurement methods can be treated as the result of the improvement of inno‑
vation recognition and theory. Ever since 1950s，with the co‑evolution of recognition，theory and measurement，there came out the

“linear model of innovation”，“innovation system approach”，and“theory of innovation ecosystem”，and the measuring methods of“in‑
novation input and output”，“composite indicator”，“DEA”and“data mining”，etc. The former 3 can measur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the target unit from different angles，and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practice. However，the complex，systematic，networking，inter‑
acting features of innovation activity can hardly be reflected with these method. In the guidance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da‑
ta mining based on data integration may be a good solution and a prospective trend. And combing different methods will improve the ac‑
curacy of measuring results.
Keywords：innovation theory；measurement of innovation capacity；data integration；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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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rust of Demand⁃side Food Supply Chain Based on Cloud Model

He Jinxia1，2，Wang Wenliang1
（1.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0，China；2.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Trust is helpful to the co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Different trust types can produce different cooperation efficiency. Cloud mod‑
el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trust degree among the enterprises in the demand‑side food supply chain to help select the appropriate trust
type. Trust decision logic is used to prove the correctness of trust type selec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al trust between food
processors and producers is at a higher level，and the calculative trust is at a lower level，so the relational trust should be chosen. The
relational trust between food processors and distributors is at a lower level，and the calculative trust is at a higher level，so the calcula‑
tive trust should be chosen. The analysis of trust decision logic verifi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words：demand‑side food supply chain；trust evaluation；trust type；clou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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